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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双刃剑”效应 

——基于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徐建波 陈建明 王嘉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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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工程学院 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摘 要】：聘用有学术经历的人担任高管是企业在市场中寻求技术创新资源、获取与维持创新优势的重要手段。

以 2011-2018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

上，高管学术经历对我国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当高管位居关键职位时学术经历的创新提升效应反而出现下

降；随着学术高管占比的提升，学术经历的创新提升效应同样呈下降趋势；学术高管对创新投入的提升效应大于创

新产出，创新绩效有待提高。以上结果说明高管学术经历对我国企业创新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吸引学术

高管参与企业管理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学者的复杂性使得这种正向作用受到抑制，呈现出非

线性特征。相关结论丰富了企业创新和高层梯队理论，为企业高管聘用决策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我国合理制定政

策、引导科研人员投身“双创”活动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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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是信息经济时代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1],也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2014年中国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鼓励科研人员创办企业”,此后在一系列国家创新政策的推动下，具有学术经历的学者不断加入企业管理

团队，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洪流中独具特色的群体。学术高管的加入对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

社会转型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企业创新决策主体，高管团队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这一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事实上，高管团队并非一个同质群

体，而是由拥有不同社会属性和职业经历的个体构成。高管团队成员异质性对企业管理职能执行效果施以影响，进而对企业创

新决策产生影响[2-3]。既有文献分析了高管个体特征如性别[1,4]、教育背景[5-6]、宗教信仰[7]、性格[8]、薪酬[9]以及个人经历如军事

经历[10]、政府任职经历[9]、发明经历[11]等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本文重点关注高管学术经历。已有研究关注了高管学术经历对

企业债务融资成本[12]、社会责任[13]、审计费用[14]等的影响，但是将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创新直接联系的研究较少。刘金山等[15]

以 2008-2014 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发现高管学术背景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在对比分析不同企业性质和

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影响后，发现高管学术背景对非国有控股企业和东部省份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赵珊珊 [16]对

2008-2014年 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高管学术经历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规模较大、负债水平较低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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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更高的创新产出；张晓亮[17]以高层梯队理论为基础，以沪深两市 2007-2014年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发现 CEO

的学术经历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效率；黄灿针[18]针对我国“文人下海”现象，研究了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

果发现：高管学术经历能促进企业创新，良好的创新氛围、较低的国有股权占比会强化这种正向作用。另有部分学者将高管学

术经历融入高管个人背景并展开研究，同样发现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影响[19-20]。 

综上，已有研究为理解高管团队特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提供了丰富视角。其中，针对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

学者们主要认为学术高管出色的科研能力和丰富的创新资源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本文认为，高管学术经历对心理特质的塑造

是复杂的，其对企业创新具有“双刃剑”效应，在肯定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时，其可能产生的抑制作用不应被忽视。

为此，本文将对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双刃剑”效应进行理论梳理，通过对我国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检验学术高管位

居关键职位、不同学术高管占比下的创新效应以及高管学术经历对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差异性影响。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是，从正、

反两方面深入探讨和分析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弥补了前人只关注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正向影响的不足，完善

并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同时，在越来越多学者投身“双创”浪潮的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对理性评价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的

影响、合理制定政策引导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机理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作为社会组织，是一个开放性系统，从外部环境中不断获取发展所需资源是其必然选择。因此，

企业为在创新资源竞争中获得优势，需要找到联接外部资源和内部组织的桥梁。聘用具有学术经历的人担任企业高管正是搭建

该桥梁的有效方式。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学者加入企业管理团队，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1)学术高管是优质的人力资本。 

长期受到学术熏陶的高管较其他高管通常拥有更高水平的专业技能和管理才能。根据研究领域不同，学术高管可以分为技

术型和非技术性两种。技术性学术高管大多是某技术领域专家，他们在特定领域积累的知识、研发惯性、研发技巧以及研发流

程等经验能为企业缩短研发时间、节省研发费用、提升研发效率，让企业在竞争中“赢在起跑线”;对非技术性高管而言，公司

聘用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他们在战略决策、成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品牌营销等方面的管理才能，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内部

创新生态，从而促进企业创新。 

(2)由学术经历塑造出的性格特征契合企业创新要求。 

已有研究发现，受过长期严谨学术训练的人在决策时会依据其专业知识更为冷静地分析问题，审慎作出更稳健的判断[21]。

一方面，科技创新活动具有专业性和复杂性。长期接受严格学术训练的高管养成了严谨的学术精神和面对困难锲而不舍的探索

精神，使他们在应对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时更加理性、从容。同时，学术经历中培养出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

使他们在决策时不会人云亦云，能独立发表见解，促进企业高管团队建议多样化，有利于提高高管团队创新决策质量[22];另一方

面，科技创新具有长期性和高风险性。对于上市企业而言，为应对资本市场敌意收购、财务分析跟踪和股票流动性压力，企业

高管会优先考虑短期目标，从而减少对长期创新项目的投资
[23]
。而学术高管更加关注技术创新，能深刻体会创新的重要性，更

愿意进行技术创新[24]。因此，学术高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企业高管团队的短视行为，促进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保障企

业长期发展。 

(3)学术高管的社会资本能给企业带来更多创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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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学术高管拥有的高校、科研机构人际关系和社会资源使企业在获取人才、技术设备和信息等创新资源

方面具有优势，有利于企业降低创新要素获取难度和成本，提高创新效率，拓展创新空间。具体表现为：①人才资源。学术高

管从本科到研究生阶段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在该圈子里他们彼此了解和信任，形成人际关系和技术上的双重优势，使企业

能够通过学术高管的桥梁作用，快捷、准确地招聘到合适的技术研发人才；②技术设备资源。企业通过学术高管的“搭桥”与

高校、科研院所等开展项目合作，共享它们的技术和设备资源；③信息资源。学术高管通过参与、跟踪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科研项目，形成信息共享的创新联盟，有助于企业获得研发创新先发优势[25]。 

综合上述对学术高管人力资本、性格特征和创新资源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高管学术经历对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1.2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的抑制机理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企业高管的有限理性使得他们的行为受到认知、价值观念等心理特质的影响，而心理特质的形成又与

个人职业经历紧密相关。学术高管具有的人力资本、性格特征和创新资源在为企业创新活动带来提升效应的同时，也可能造成

抑制作用，即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存在“双刃剑”效应。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产生抑制作用，源于学术活动与企业管理方

面的差异。 

(1)沟通管理模式。 

一方面，学者的使命是追求知识和真理，当他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与其他学者产生观点分歧时，解决办法是通过进一步研

究证实自己或证伪对方。当分歧无法解决时，不同观点在逻辑自洽条件下可以互不干扰、共生共存。因此，独立和坚持被认为

是学者的优秀品质。而企业管理从某种意义上是“借助别人做好工作的技能”,是将不同性格、特长和偏好的人凝聚在同一组织

目标下的协作活动，企业目标的唯一性决定了企业管理者无法求同存异，只能放弃或改变个人观点，为企业共同目标彼此妥协

和让步。另一方面，在科研工作中，学者作为知识传播者和研究方向把握者，对门下弟子和学生普遍采用居高临下的权威式、

家长式管理模式。而企业员工拥有专业技能，长期身处研发一线，是创新活动的创造者和具体执行者，权威式、过于僵化的管

理方式不利于活跃员工思维、保持创造性，因此企业多采用以激励为主的管理模式。上述差异带来的结果是，学术高管受原有

沟通管理方式的惯性影响，协作能力和团队精神与其他高管相比较弱，在高管团队中“独树一帜”,增加了管理和沟通成本，降

低了企业创新决策效率。 

(2)思维模式。 

学术活动是单点创新思维模式，而企业创新研发是工程思维模式。学者在开展学术活动时，都是在自己专长和关注领域选

择某个切入点进行“聚焦”,在前人相关研究基础上进行寻根问底的研究，这就需要具备较高专注度和细致、深入的思维。企业

创新本质上是一项投资决策，除需要考虑技术可行性外，还要对市场前景、竞争对手、风险评估、企业资源分配、财务绩效等

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这就需要管理者具备把握大局、宏观思维的能力。 

(3)创新目标。 

是否考虑市场价值是两者的又一个区别。在学术活动中学者主要关注能否通过实验假设、实验过程等实现预期结果，至于

实验结果是否具有市场价值并不是其考虑的首要因素，在其看来，基础领域和纯理论研究成果同样具有重要价值。企业研发的

最终目的是销售产品，性价比高的产品才能在市场中赢得良好销售业绩和声誉。创新成果市场化的目标决定了企业研发追求产

品和技术创新的应用价值，同时，尽可能降低研发费用和制造成本等。创新目标差异对学术高管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能力与素质



 

 4 

要求。 

(4)实施条件。 

学术活动中的科学研究能够严格控制研究条件，学者可以精心布置实验环境，当实验结果与预期出现偏差时，可以对实验

条件反复进行调试，直至达成实验目的。而企业创新活动具有社会实验性质，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企业对各种影响因

素的控制力远不及学者对实验室的操控。企业研发一旦失败，调整方案可能涉及市场调研、产品设计、营销宣传、生产销售等

多个环节，调整成本远高于学术活动中的科学实验。因此，学术高管面临着从可控性强、调整成本低的实验室试验向不可控性

大、调整成本高的企业研发转换，更苛刻的制约条件对学术高管的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 

由此可见，实验室科研与企业创新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存在沟通管理模式、思维模式、创新目标、实施条件等诸多方

面差异。这些差异使学者在向高管转变的过程中出现角色冲突，导致拥有丰富科研成果和卓越科研能力的学者未必能成功转换

为出色的企业管理者。 

那么，为什么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效应的抑制作用在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究其原因，是因为这种抑制作用不是任何条件、任

何情境下都一定存在的。只有当学术高管在高管团队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发生突变，他们与其他高管的技能、文化和价值观差异

由原来的互补型转变为冲突型时，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才会体现出来。 

首先，由学术高管团队地位变化导致的企业创新抑制效应。企业创新是一项复杂工程，企业高管尤其是处于关键职位的高

管需要具备高水平的综合素质，包括市场机会把握、客户需求识别、创新团队掌控和激励、企业经营环境协调等。这些对很多

学者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在学者担任企业非决定性职务时，其专业经验有助于拓展企业决策视野、提高团队专业素养、整

合更多创新资源，帮助企业占领市场先机。但是通常情况下，学术高管很难是既精通某领域的专才又兼备综合管理能力的通才。

当学术高管担任企业决定性职务时，综合能力不足的短板将突显出来，从而对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产生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H2:与担任非决定性职务相比，学术高管担任决定性职务会抑制企业创新。 

其次，由学术高管话语权变化导致的企业创新抑制效应。当企业创新面临动荡的外部环境时，企业高管需具有更强的信息

处理能力、更高的协调效率来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和外部挑战。在高管团队中授权一定比例的学术高管，可以为团队提供多样化

知识，有利于从不同视角审视和分析企业面临的问题，进而改善创新决策质量。随着学术高管数量的增加，学术高管特立独行

的处事方式、权威式管理方式、理想化的目标追求不利于企业高层统一想法，从而降低企业创新决策效率和弱化决策执行效果，

即企业学术高管过多，会对企业创新产生“过犹不及”的影响。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学术高管与企业创新并非呈持续的线性相关关系，随着学术高管占比提高，企业创新效应呈现下降趋势。 

2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2.1模型构建 

依据前文理论分析，本文将检验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构建基准计量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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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表示企业，t表示时间，Innovation为企业创新代理变量，Academic为企业学术高管代理变量，Control Variables

为其它影响创新行为的一组控制变量，Industry、Year、Province 分别为所属行业、年份和所属省份效应，回归时对上述 3 种

效应进行控制，ε为残差项。 

2.2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取 2011-2018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作为初始样本，剔除金融类、ST、*ST、个别年份数据不全企业，最终获得

样本 8067个，具有学术高管的观测值 3476个，约占总样本的 43.1%。核心变量学术高管信息来源于国泰安上市公司人物特征数

据库，样本企业专利申请数、研发投入情况、企业财务数据、治理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WIND 数据库，缺漏部分从历年企

业年报中查询补充。为消除极端值对结果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前后 1%水平的 Winsorize处理。 

2.3变量设置 

(1)因变量： 

创新水平(Innovation)。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规定，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当前

我国各地政府在创新追赶战略引导下，对专利申请企业采取创新补助、税收减免等多种财政激励。在利益驱动下企业专利申请

动机产生了扭曲激励效应[26]。相较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发明专利在成果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方面要求较高，

其扭曲激励效应相对较小，更能反映企业真实创新能力。因此，本文用发明专利申请数(Invent)衡量企业创新水平。在进行稳

健性检验时，采用 3种专利申请量之和(Apply)以及反映企业创新投入的研发经费(R&D)作为企业创新水平代理指标。 

(2)核心自变量： 

高管学术经历(Academic)。本文沿用 Bamber等[27]、周楷唐[12]对企业高管范畴的界定，即指除企业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外，

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企业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总经理、执行总经理、副总经理、执行副总经理、总

会计师、财务负责人。 

学术经历反映了高管的职业经历以及由此衍生的可利用资源，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和[28]。与一般高管相比，学术高

管具有更强创新能力、更多创新资源，能为企业创新提供更多科研支持，获得创新成果的可能性也更大。本文根据实证需要，

对核心自变量作如下设置：①设 Academic-d1为高管学术经历的虚拟变量，当高管团队有成员具有学术经历时，Academic-d1为

1,否则为 0;②设 Academic-d2表示 CEO或董事长学术经历的虚拟变量，当两者中至少有一个具有学术经历时则为 1,否为 0;③设

Academic-d3 表示当 CEO 和董事长没有学术经历而其他高管学术经历的虚拟变量。当其他高管有学术经历时则为 1,否为 0;④设

Academic-p表示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占企业全部高管人数的比例。 

(3)控制变量。 

借鉴以往文献做法[29-31],对控制变量设置如下：用企业总资产衡量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成立时间表示企业年龄(Age),用净

利润衡量企业绩效(Profit),用资产负债率衡量企业杠杆率(Leverage),用营业收入衡量企业成长性(Growth),用政府每年提供

的补助衡量企业获得的外部资助(Subsidy),用年末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衡量企业股权集中度(Top1),采用实际控制人是否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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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衡量企业性质(Soed)。此外，还加入了年度(Year)、省份(Province)和行业(Industry)虚拟变量，分别控制年度、地区和行

业固定效应。为减小异方差性影响，对因变量、核心自变量和各控制变量中的连续变量均进行对数化处理。模型中各变量具体

定义和计算方式如表 1所示。 

表 1变量定义及计算方式 

变量类

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定义或计算方式 

因变量 
创新水平

Innovation 
Invent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加 1,取自然对数 

  
Apply 三种专利申请总量加 1,取自然对数 

  
R&D 研发经费投入加 1,取自然对数 

自变量 
学术经历

Acadamic 
Acadamic-d1 企业高管是否有学术经历，是为 1,否为 0 

  
Acadamic-d2 CEO或董事长是否有学术经历，是为 1,否为 0 

  
Acadamic-d3 CEO、董事长没有学术经历而其它高管有，则设为 1,没有为 0 

  
Acadamic-p 有学术经历的高管人数/企业高管总人数 

控制变

量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企业年龄 Age 对应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加 1,取自然对数 

 
企业绩效 Profit 净利润，取自然对数 

 
杠杆率 Leverage 年末总负债/总资产 

 
成长性 Growth 销售收入年增长率 

 
政府补助 Subsidy 补助额的自然对数 

 
股权集中度 Top1 年末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企业性质 Soed 实际控制人是否为国家，是为 1,否为 0 

 
年度虚拟变量 Year 对应 2011-2018年 

 
地区虚拟变量 Province 对应全国 34个省级行政区 

 
行业虚拟变量 Industry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划分上市公司所属行业，去掉金融

业后，本文样本分属于 18个行业 

 

2.4描述性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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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A 栏列出了全样本描述统计特征。创新产出指标发明专利申请变量 Invent 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2.635 与 2.738,发明

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 3 种专利申请量之和 Apply 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2.989 与 3.173,中位数均大于平均值，

说明总体分布呈左偏状态，即研究期内大多数样本企业专利申请量的增长速度低于平均值。企业创新投入指标研发经费 R&D 的

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8.125 与 8.085,显著高于研发产出的同类指标，表明企业不断加大创新投入，研发投入增长速度维持在较

高水平。高管学术经历 Acadamic-d1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0.431与 0,表明 43.1%的样本企业高管有学术经历。Acadamic-d2的

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0.323与 0,表明 32.3%的样本企业 CEO或董事长有学术经历。Acadamic-d3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0.109与

0,表明 10.9%的样本企业 CEO 或董事长没有学术经历，而其它高管有学术经历。Acadamic-p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0.649 与

0,反映出不同企业高管比例差异巨大，均值和中位数相对较低，分别只有 0.137 和 0.112,表明虽然近年鼓励学者投身“双创”

的氛围日趋浓厚，但总体来看，企业高管中具有高校或者科研机构任职经历的比例仍然不高。 

表 2B 栏对比了有学术高管与无学术高管企业在创新水平方面的统计性表现。T 检验和 WilcoxonZ 检验的统计值表明，有学

术高管企业的创新水平显著高于无学术高管企业。描述性统计结果初步验证了假设 H1。 

3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首先，对基准模型进行估计，分别验证 3 个假设；其次，通过改变样本、因变量和自变量衡量指标，引入滞后项等方法进

行稳健性检验，确保估计结果稳定可靠；最后，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估计方法解决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 

3.1基准模型估计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模型(1)、(2)、(3)、(4)列出了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多元回归估计结果。模

型因变量为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核心自变量依次为高管团队中至少有一人有学术经历、CEO或董事长至少有一人有学术经历、

CEO和董事长没有而其他高管有学术经历、有学术经历的高管人数在企业高管总人数中的占比。对比各模型回归结果可见，衡量

高管学术经历的 4个代理指标的符号相同，各控制变量影响系数在不同模型中的符号相同、数值相近，说明回归结果比较稳定。 

模型(1)中学术高管的回归系数为 0.090,且在 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学术高管与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学术高管使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平均提高 9%。由此可见，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提升作用，无论是在统计意义上还是在经济

意义上都十分显著，因此验证了假设 H1。其它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企业年限、企业盈利能力、杠杆率以及企业获得的政府

补助等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规模扩大、企业逐渐进入成熟期、经济效益越好、调动的资金量越大、从政府手中获得的创新

补助越多，企业创新成效就越显著。企业发展速度系数为正，但不显著；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企业国有性质对企业创新产出

的影响为负，说明股权过于集中和国有性质都制约了企业创新，但回归结果并不显著。模型(2)、(3)和模型(4)回归结果类似，

不再赘述。 

表 2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A栏：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B栏：按高管是否具有学术经历分组的描述性统计检验 

样本

量 
平均值 

标准

差 

最小

值 
中位数 最大值 

至少有一个高管有

学术经历的企业 

高管均无学术经

历的企业 Ttest WilcoxonZ 

平均值 中位数 平均值 中位数 

Invent 8067 2.635 1.396 0 2.738 5.809 2.757 2.813 2.571 2.672 -4.167*** 10.474*** 

Apply 8067 2.989 1.532 0 3.173 6.344 3.044 3.195 2.892 3.074 -3.528*** 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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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8067 8.125 1.086 4.771 8.085 10.920 8.273 8.255 7.831 7.786 -19.716*** 248.629*** 

Acadamic-d1 8067 0.431 0.501 0 0 1 
      

Acadamic-d2 8067 0.323 0.473 0 0 1 
      

Acadamic-d3 8067 0.109 0.485 0 0 1 
      

Acadamic-p 8067 0.137 0.154 0 0.112 0.649 
      

Size 8067 12.011 1.079 9.406 12.002 14.761 
      

Age 8067 2.583 0.419 0 2.614 4.137 
      

Profit 8067 9.063 1.112 1.071 9.002 11.91 
      

Leverage 8067 0.355 0.188 0.044 0.338 0.819 
      

Growth 8067 11.486 1.106 9.072 11.375 14.57 
      

Subsidy 8067 6.717 1.326 2.708 6.757 9.867 
      

Top1 8067 0.363 0.148 0.100 0.349 0.759 
      

Soed 8067 0.095 0.298 0 0 1 
      

 

对比模型(2)和模型(3)的核心自变量系数发现，学术高管担任企业决定性职位(CEO或董事长)与担任非决定性职位相比，由

前者带来的发明专利提升效应反而出现降低。这个结果验证了假设 H2,即因学术科研与企业创新活动在沟通管理模式、思维模式、

创新目标、实施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学者在进行两种身份转变时产生了“水土不服”现象，尤其是当他们担任企业核心领导时，

对企业创新的抑制效应体现得更显著。 

为验证假设 H3,即学术高管与企业创新之间并非持续呈线性关系，参考沈艺峰[32]的处理方法，根据学术高管比例对样本从高

到低进行排序，并将排序位于前 30%的样本作为高比重组，介于 30%～70%之间的作为中等比重组，排在最后 30%的作为低比重组，

设定分组虚拟变量。在模型(1)中加入分组变量以及分组变量与学术高管比重的交乘项，构成新模型(2)以检验 3个分组差异。 

 

其中，用发明专利申请量(invent)作为创新代理变量，用学术高管占比(Acadamic-d2)作为学术高管代理变量。依照学术高

管比例的高低，将 Group 变量分为三类：Top_Acadamic-p、Mid_Acadamic-p 和 Low_Acadamic-p,分别代表高、中、低三组学术

背景的虚拟变量。 

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正向，但按学术高管占比分组的系数符号出现正负交替，表明两者存在非持续线性关系。按

照学术高管比重从低到高的顺序比较发现，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初始为负且相关系数不显著，随着学术高管比例增

加，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变为显著正相关，比重进一步提高后，两者又变为负向关系，验证了假设 H3。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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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术高管在高管团队中占比较低时，其话语权较小，其观点和理念不足以动摇或影响其他高管，所以对企业创新决策和活动

的影响不显著。当学术高管逐渐成为高管团队的主要力量时，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正向促进效应开始凸显。当学术高管过于饱和

时，与其它非学术高管相比，学术高管受学术经历影响形成的处事方式、管理方式、互动方式等差异凸显，从而降低了企业创

新决策效率、削弱了决策执行效果，当这种负面效应大于企业创新提升效应时，说明因学术高管双重身份带来的负面效应对正

面效应形成反噬，出现“过犹不及”现象。所以，企业应从实际出发，既要在数量上保证足够的学术高管为企业创新提供支持，

又要从效率角度考虑，谨慎聘用过多的学术高管加入企业高管团队。 

3.2稳定性检验 

改变因变量代理指标。企业创新包括创新产出和创新投入两方面。研发费用作为企业创新投入，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创新产

出水平。因此，本文用企业研发费用增长率作为衡量企业创新活动的代理指标。与创新产出模型一致，核心变量依次选取高管

团队中至少有一个有学术经历、CEO或董事长至少有一个有学术经历、CEO和董事长没有而其他高管有学术经历、有学术经历的

高管人数在企业高管总人数中的占比。对比回归结果发现，核心变量高管学术经历的 4 个代理指标的符号相同，各控制变量影

响系数在不同模型中符号相同、数值相近，说明回归结果比较稳定。以模型(1)为例分析，学术高管的回归系数为 0.121,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学术高管与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学术高管使得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平均提高 12.1%,学术高

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提升作用在统计意义上和经济意义上均十分显著。因此，学术高管在投入和产出两个维度上均能对企业创

新产生积极效应。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对比学术高管对创新产出和创新投入的影响系数发现，学术经历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

创新产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学术高管从学术机构进入企业时，会带来自身科研成果和创新资源，进而激发企业对

其提供配套资金，有利于实现科研成果转化。然而影响企业科技创新的因素很多，投入资金未必能够换来等比例的创新产出，

这也印证了其他学者关于我国企业创新效率不尽如人意的判断[4,6]。 

运用其它方法进行稳定性检验：①改变自变量代理指标。考虑到学术高管加入和其它影响变量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效应

具有一定滞后性，对自变量取滞后 1 期进行回归；②改变样本。制造企业是创新主体，也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

载体，制造业在本文样本企业中的比例高达 77%,因此本文以制造企业为样本进行验证；③在解释变量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

一期，控制可能存在的研发惯性因素；④改变回归方法。由于因变量专利数符合泊松分布，因此采用泊松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以上回归结果均相近，表明上述结论稳健可靠。 

3.3内生性处理 

以上验证并不能解决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学术高管与企业创新间正相关可能并不是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产生

促进效应，而是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有更好的创新环境和更多创新激励，从而对有学术经历的高管更具吸引力，即企业在聘用

高管时存在内生性。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作进一步分析。 

参考许年行[33]、齐绍洲[34]的思路，首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遴选样本。PSM方法是将处理组与对照组进行匹配。本文以企

业是否聘用有学术经历的高管为标准，将样本分为处理组(企业有学术高管)和控制组(企业无学术高管),采用半径匹配法进行样

本匹配。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通过对比有无学术高管企业的创新表现，判断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PSM估计由 Logistic估计结果、ATT值以及匹配后的估计结果 3部分组成。总样本 Logistic估计结果见表 3第 2列，企业

规模、年限、绩效财务杠杆率、成长性、政府补贴、第一大股东股权比与学术高管均显著正相关，而企业性质系数不显著，反

映出愿意放弃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而投向企业的学术高管不会特别在意企业性质。ATT值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同时，

匹配后的估计结果如表 3第 4列所示。其显示，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验证了本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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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Logistic估计结果与半径匹配后的检验结果 

Logistic估计结果 匹配后的估计结果 

Acadamic-d1 
 

Acadamic-d1 0.092**(0.036) 

Size 2.588***(0.137) Size 0.226***(0.061) 

Age 1.472***(0.084) Age 0.285**(0.048) 

Profit 0.877
***
(0.025) Profit 0.088

***
(0.030) 

Leverage 0.211***(0.019) Leverage 0.057(0.166) 

Growth 0.601***(0.029) Growth 0.048(0.037) 

Subsidy 1.159***(0.030) Subsidy 0.255***(0.024) 

Top1 0.454***(0.077) Top1 0.270(0.193) 

Soed 0.827(0.096) Soed -0.180***(0.064) 

常数项 0.002***(0.002) 常数项 -3.571***(0.456) 

LRchi2(8) 617.31 
  

PseudoR2 0.069 R-squared 0.206 

Loglikelihood -4552.010 RootMSE 1.309 

样本数 8067 样本数 4936 

年份效应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聘用具有学术经历的学者担任企业高管，是我国“双创”浪潮中企业追求市场竞争力的一个独特现象。本文以 2011-2018

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为对象，实证考察了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双刃剑”效应。研究发现：①学术高管自身

具备的优质人力资本、符合创新活动要求的性格特征，以及依附学术经历带来的丰富创新资源，整体上可以显著提升学术高管

任职企业的创新水平；②学术活动与企业管理在沟通方式、思维模式、创新目标、制约条件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导致学

者在向企业高管转变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角色冲突，学术高管出任董事长或 CEO 等决定性职位时的创新效应低于其任职其

它高管职位，表明学术高管的创新促进效应与其所处企业职位紧密相关；③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效应的抑制作用还受其在企业

中的话语权影响，表现为学术高管数量并非多多益善，随着学术高管在企业高管中占比的提高，其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

呈下降趋势；④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均有促进作用，但对前者的作用效应显著大于后者，创新投入增加并不能

带来同等程度的创新产出增加，反映了学术高管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 

本文深入研究了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双刃剑”效应，这对于深入理解我国企业管理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

重要意义。从理论上看，拓展了“高层梯队理论”决定因素体系的研究深度。本文在已有高管学术经历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基

础上，从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对进一步丰富“高层梯队理论”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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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理论价值。从实践上看，当前我国政府大力提倡“文人下海”、“学者创业”,从个人微观层面看，出现了许多成功的学者

转型案例，但失败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如何趋利避害、最大程度地发挥学术高管在企业创新活动中的作用依然是困扰企业的一

个难题。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学术高管位居企业决定性职位时的创新效应并没有担任其它非决定性职位时的创新效应显著，学

术高管占比提升并不能同步带来创新效应的提升。上述发现有助于更加理性、客观地认识企业创新活动中学术高管的作用，即

科技人员“破篱”式创业、参与式创业或许要优于主导式创业。因此，建议企业在寻求学者智力支持时并非多多益善，而应适

当控制学术高管比重，使其既能够充分发挥学术经历带来的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又可以尽量避免因学者自身“短板”对创新

创业的不利影响。此外，企业应选择适当方式方法，采用多种形式“柔性”引才用才，做到人尽其才，实现企业聘用学术高管

的真正目的。 

5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是：①研究样本主要是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相关结论是否适用于创新能力突出的大

中型企业需谨慎。未来可作深入研究；②分析高管学术经历时，只考虑了高管有无学术经历，对其学术经历时间长短、是否依

然在高校等学术机构任职等缺乏深入分析，学术经历的差异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需在未来作进一步研究；③研究发现，企业高

管团队中学术高管数量并非越高越好，那么是否存在一个学术高管的最优占比?这也是后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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